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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ePindex5]摘要：针对目前关于产业政策执行策略研究数量相对较少、策略形成路径不清晰，以及缺乏区域间横向比较研究现状，为进一步在产业创新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探究区域政策执行策略差异问题，以包含医药行业、电子行业、计算机行业、医疗行业等4个子行业的高技术产业为例，将国内29个省份执行党中央有关推动产业发展政策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产业内外部创新资源增长率、新增资源在高技术产业子行业中的集中度、产业相对优势行业及产业效果进行测算分析，并基于资源拼凑、编排等理论，将不同区域执行中央产业政策过程中所选择的行动策略进行分类。结果表明：各地区执行中央产业政策后其高技术产业发展效果不尽相同，这与各省地区自身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引进创新人才、鼓励科研创新，及其具体化中央政策时的政策执行策略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政策执行策略划分为4类，即重视扩充资源规模、集中引进外部资源，重视扩充资源规模、集中增加内部创新投入，增加内部创新投入、减少外部资源引进，增加外部资源引进、减少内部创新投入；将依据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以及支持产业中相对优势子行业等合理进行的政策执行策略选择定义为产业策略逻辑，单纯追求政策回应与政绩、盲目扶持产业的政策执行策略定义为政治策略逻辑，结合行政发包制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晋升“锦标赛”、非正式关系网络等理论，只有政治策略逻辑与产业策略逻辑相契合才能推动地方高技术产业更好发展。因此，为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效能、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出台应充分考虑调研、征求意见范围的覆盖广度，充分考虑区域发展间的差异，避免“一刀切”，并在政策评估验收时根据不同区域间发展实际做到分类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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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Abstract: Improv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es i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imbalan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divid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the specific industrial behavior of each region when implementing the central industrial policy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high-tech industry data is selected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growth rat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newly added resources in industrial sub-industries, the industr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ndustrial effects of 29 provinces and citie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resource patchwork and arrangement, and combined with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the action strategies se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central industrial poli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central policy making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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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言或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不分段落。若要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案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bookmark: sys2127471][bookmark: _GoBack]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区域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东西差距仍然存在，南北分化日益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循环效率相对低下。区域经济空间布局是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状态[1]，与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及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2]。产业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支持重点产业、实现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方式。政策系统的运行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和政策终结等环节[3]，产业政策实施路径可描述为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地方政府、企业等执行政策以影响产业结构[4]。党中央从国内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形势角度出发，出台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发展政策以支持、引导产业发展，地方政府执行中央产业政策以培育和发展产业。政策执行策略主要指的是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采用的方式[5]。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产业政策时，在制度结构约束下，受执行情境等条件限制，基于不同逻辑作出差异化的选择策略，如部分区域依据当地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条件合理选择政策执行策略，部分区域则作出超越自身发展阶段的象征性执行策略的选择，地方政府作出的差异化选择策略会带来不同的产业效果，影响着地区产业发展趋势。因此，选择合适的执行策略、保障产业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性显得十分重要。理清政策制定到执行的逻辑，研究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执行策略及执行效果，探究其内在机制与规律，对优化中国未来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提升整个政策执行系统的有效性及政策效能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在产业内外部创新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探究政策执行策略差异，有助于明晰地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促进创新资源等要素合理流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以及对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及完善，缓和东西失调、南北分野以增强区域经济发展韧性，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bookmark: pindex23]1  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由东西差距逐步演变为南北发展差距。余东华等[2]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南北经济加速分化的原因，认为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是重要影响因素；丁任重等[6]从城市群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的结构性原因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出现严重失真现象；安虎森等[7]则从投资、消费、科技创新、制度因素等多角度出发，研究得出中国南北经济分化源于南北地区在经济增速换挡、动力转换方面的差异。
中国产业政策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安文月等[8]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及高级化，同时刘海波等[9]指出，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区域间的差异，因此，研究区域间产业政策的执行十分重要。目前，围绕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针对政策文本内容的量化研究，二是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产业政策文本研究是通过分析其内容，梳理产业政策的目标、使用工具、演化及政策对比等内容。在研究政策演化方面，郝晓燕等[10]基于政策结构视角，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萌芽、快速发展和平稳发展3个阶段的产业激励政策演进规律进行了总结归纳；华斌等[11]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等方法对中国6 043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揭示了政策的层级关联特征及演化分析。在研究政策文本差异方面，叶选挺等[12]等基于对半导体照明产业政策的外部属性特征、政策工具等挖掘，以中央政府和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四地为例，描绘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间产业政策差异；黎春燕等[13]对北京、天津等5个城市的高技术产业扶持政策进行分析，指出这些城市在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具有明显的偏好差异。关于产业政策评估方面，多是从定量的角度进行研究，曾婧婧等[14]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绩效进行评估；俞立平等[15]则通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高技术产业政策进行评估。
在关于政策执行行为的研究中，政策执行相关重要概念之一为“变通”。刘世定等[16]首先提出“变通”这一概念，认为变通是一种制度运作方式，并将其定义为政策执行者在未得到制度决定者的正式准许、未改变制度正式程序的情况下，自行作出对原制度的局部性改变的决策。陈振明[17]认为政策变通是政策执行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具体实践，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因人、因时、因事、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在中国，政策执行的承担对象往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在中央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下，政策文本可视为由政策制定主体（如中央政府）向政策执行主体（如地方政府）传达的意图[18]。随着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央地关系不再是地方政府简单执行中央政策，而是变为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对中央政策进行新的规划与创新，央地沟通中信息的流通、增加地方资源等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19]。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受多种条件限制会产生多样的策略行为，正如李阳等[20]在其研究中指出，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职业教育政策进行变通执行，基于价值取向与现实取向两个维度形成4类政策执行的理想类型；蔡长昆等[21]基于栖居制度视角，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模式的分析框架，研究得出地方政府有嵌入、吸纳和脱耦3种对中央政策采纳的制度模式；孙岩等[22]立足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际，构建了环境政策执行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有效执行环境政策的3条路径为内部驱动型、协作驱动型和监督驱动型。
产业政策执行策略的相关研究中，殷华方等[23]基于央地关系及政策的冲突性与明晰性提出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框架，将政策执行策略划分为行政性、政治性、象征性服从及强制性实验4类，并以江苏省外资产业政策的执行情况对框架进行了说明；陈玲等[24]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的激励下发展新兴产业，会作出实动、暗动、伪动和缓动等不同的策略选择。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产业政策过程中会受多种条件限制进行政策变通，形成不同政策执行方式。产业政策执行策略现有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且并未针对产业具体行为对执行策略进行梳理，策略形成路径不清晰；此外，多数研究以宏观角度对产业整体或单个区域进行研究，缺乏区域间的横向比较，但由于地方资源禀赋和约束条件的差异，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时会出于不同逻辑选择不同策略，进而带来不同的产业效果，影响着地区产业发展趋势。因此，本研究以高技术产业政策执行为例，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产业政策过程中基于不同逻辑作出的具体行为以及政策执行后的产业效果变化进行测算分析，在资源拼凑、编排等理论基础上，结合测算结果，将不同区域执行中央产业政策过程中所选择的行动策略进行分类，并基于分类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bookmark: pindex28]2  分析框架
各区域在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时，资源禀赋等约束条件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又会作出怎样的策略选择，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解决。国内外相关研究已证实，制度、情境等约束条件会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如Thomann等[25]研究得出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加之不同程度的目标模糊、问责机制以及混合实施环境会对政策实施者的行为产生指导作用，进而对产业的产出绩效产生重要作用；Alsharari [26]运用ERP实施，证实了迪拜政府中不同的制度逻辑与情景逻辑会导致不同的业务结果，其中制度理性塑造了理性的、有意识的行为，情景逻辑是组织遗留的制度逻辑，即现有的结构和实践等；杨宇等[27]在中国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中建立包括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3个角度的统一分析框架，利用多层次分析思想对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偏差进行分析。学者们从制度、情境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政府政策执行的行为进行探讨，本研究借鉴以上研究思路，增加资源禀赋这一约束条件，构建产业政策执行机制分析框架，试图从资源禀赋等维度来分析地方政府执行中央产业政策时的策略选择。如图1所示，该框架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政策制定与执行主体、约束条件、策略逻辑、策略选择和结果。







【图1:两处“省（直辖市）”均分别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或“省（区、市）”。图内文字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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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31]图1  产业政策执行机制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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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从国内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形势角度出发，出台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发展政策，地方政府则在制度结构约束下，受执行情境等条件限制，基于不同逻辑作出差异化的选择策略，并影响着地区产业发展的趋势，进而对国内南北地区经济差距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塑造产生影响。其中，资源禀赋主要包括人力和财力等资源；制度结构包括行政发包制、党政领导干部晋升“锦标赛制”等。行政发包的治理模式将产业任务、目标层层下达下级政府进行负责，地方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同时政策执行的自由空间为地方政府行为自利性的产生创造条件，可能出现仅执行对自身有利的政策、实现利益最大化[28]；此外，地方政府会面临考核要求的短期性与产业发展长期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对策性的策略选择[27]，导致产业效果不尽如人意。执行情境包括非正式网络关系等因素。政策网络理论认为，网络的特征、类型都会对政策执行结果产生影响。在中国，政策执行过程一直嵌于特定的场域，受到各种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影响[29]，如庇护主义、社会关系、非正式权力等。在上述约束条件下形成两种逻辑：产业策略逻辑与政治策略逻辑，前者为依据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条件合理进行策略选择，后者为单纯追求政策回应与政绩、盲目扶持产业的政策执行策略。基于资源拼凑、编排等理论，借鉴张永安等[30]研究中企业资源活动的划分标准，将产业中的资源活动分为内部创新投入与外部资源获取两种方式，通过产业规模及其增速、增幅数据分析产业效果。
[bookmark: pindex33]3  研究方法
[bookmark: pindex34]3.1  研究思路
以国内各区域执行中央产业政策时的产业具体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赘述】将产业中的资源活动划分为“内部创新投入”与“外部资源获取”两种方式。测算各省份产业内外部创新资源的增长率，判断产业资源规模的增减情况，同时通过测算各子行业新增资源情况来衡量产业所增加的内部或外部资源在产业子行业中的分布情况，并通过测算子行业规模以判定各区域产业中的相对优势子行业；然后在资源拼凑、编排等理论基础上，基于测算结果，将不同区域执行中央产业政策过程中所选择的行动策略进行分类，用产业规模相关指标衡量各区域产业发展效果；最后，结合各区域产业规模基础、研究与发展经费以及高等学校R&D经费等条件，在制度结构、执行情境视角下，借助行政发包制、党政领导干部晋升“锦标赛制”、非正式关系网络等理论，对各类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加以分析，并基于分类结果、理论分析等提出政策建议。
[bookmark: pindex36]3.2  政策样本选择及研究数据来源
伴随着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战略性新兴产业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谭锐[31]在其研究中表明，同一产业的不同政策文件所拥有的功能是不同的，《决定》颁布的主要作用为释放信号，即为后期具体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好准备。2012年《“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颁布，表明了中央政府在扶持产业发展方面要做的事情，随后各地方政府也陆续颁布了相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以执行中央政策。因此，以2010－2013年中国颁布的产业扶持政策为例，各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时颁布相应产业政策的时间点为测算产业具体行为的时间节点，政策样本搜集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各地区政府网站及北大法宝政策数据库等渠道。基于分析数据的可得性以及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的高度相关性，选用高技术产业数据进行区域政策执行策略选择方式的测度。
按照国家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产业中的制造业分为6类行业，其中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为垄断行业，信息品化学制造业为新兴行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医药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以下分别简称“医药行业”“电子行业”“计算机行业”及“医疗行业”），使用2009－2020年期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青海、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有关数据严重缺失，因此以中国29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
在计算内部创新投入时，将创新投入分为两类，即资金资源与人力资源。借鉴以往相关研究，使用R&D人员全时当量表征人力资源，R&D经费内部支出扣除其中政府资金部分表征财力资源，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部分表征外部资源的获取。高技术产业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高等学校R&D经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中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另外，从2012年起《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不再公布细分行业的产值数据，因此产业规模使用各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代表。
[bookmark: pindex40]4  实证结果分析
[bookmark: pindex41]4.1  政策执行策略的相关指标测度
【赘述】由于地方资源禀赋等约束条件的差异，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时会出于不同逻辑，选择不同策略；为更加清晰地展现政策执行策略的差异，选择若干指标对其表述。资源基础理论主张企业想要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拥有和控制一定的资源[32]；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的资源拼凑理论、资源编排理论强调，要获取外部资源、积累内部资源，就要对其积极整合，以形成企业的资源组合[33]。内、外部资源均对产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首先根据产业内、外部资源增长率判断产业资源规模的增减情况：将内部创新划分为内部创新资金投入与内部创新人力投入，对集中增加内部创新投入的情况细化为内部创新投入中资金或人力增加比率较大两种，在此分类基础上测度产业将所增加的内外部资源集中于高技术产业中的哪些子行业中。
首先测算在各样本区域执行中央产业政策后的两年内，各区域选择进行产业资源规模扩张还是缩减。产业内部创新投入和外部资源均增加则认为是重视资源规模的整体扩张，否则相反；如果产业重视扩充资源规模，则需判断是集中于增加内部创新投入还是增加外部资源获取，如为前者则需明确产业重视资金资源的增加还是人力资源的增加。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1.注意短横线非负数符号。2.“0.00”无意义，真实值为“0”则标注“0”，否则标注“＜0.01”。3.同口径统计指标应统一保留小数点后小数位数。下同】
[bookmark: pindex44][bookmark: PePindex44]表2  样本区域政策执行策略相关指标测度结果
	地区
	内部创新投入增长率
	外部资源
获取增长率
	增加资源在各行业中的占比

	
	人力资源
增长率
	资金资源
增长率
	
	医药
行业
	电子
行业
	计算机
行业
	医疗
行业

	北京
	14.62
	15.87
	49.89
	3.03
	7.86
	4.56
	16.56

	天津
	12.20
	20.67
	−3.86
	34.55
	62.27
	2.18
	1.05

	河北
	16.23
	34.13
	53.59
	52.46
	40.42
	0.00
	7.12

	山西
	−10.66
	−3.25
	12.51
	78.88
	−211
	111.80
	59.63

	内蒙古
	4.75
	32.26
	17.92
	102.5
	−12.30
	1.02
	8.85

	辽宁
	20.05
	0.06
	−6.94
	19.20
	−1.24
	−2.41
	16.52

	吉林
	69.90
	200.63
	148.16
	337.10
	−41.00
	124.94
	64.93

	黑龙江
	7.74
	4.98
	22.13
	−4.66
	−0.39
	0.91
	−0.06

	上海
	18.75
	24.47
	24.01
	4.51
	81.57
	−4.68
	17.45

	江苏
	12.43
	14.70
	44.07
	14.54
	17.58
	−2.25
	18.40

	浙江
	13.14
	15.88
	4.61
	10.46
	123.90
	−43.52
	8.61

	安徽
	15.06
	25.93
	−8.81
	28.30
	75.55
	16.94
	−5.63

	福建
	13.46
	15.53
	23.57
	19.01
	30.40
	48.21
	2.41

	江西
	11.31
	23.63
	−13.49
	19.83
	80.11
	3.23
	−9.56

	山东
	14.90
	14.83
	5.68
	35.71
	20.36
	31.82
	14.43

	河南
	29.05
	41.79
	47.69
	20.98
	61.55
	0.90
	17.26

	湖北
	16.33
	23.08
	34.12
	−0.45
	79.64
	−0.23
	4.10

	湖南
	24.14
	45.18
	139.70
	2.81
	16.79
	−0.15
	2.33

	广东
	9.02
	17.13
	21.59
	8.72
	83.60
	0.13
	7.88

	广西
	−6.69
	−1.27
	6.14
	−212
	379.1
	0.00
	−68.20

	海南
	23.62
	26.54
	36.92
	73.29
	26.71
	0.00
	0.00

	重庆
	10.43
	38.61
	−4.28
	36.87
	29.96
	9.58
	25.10

	四川
	77.42
	42.74
	−14.90
	24.50
	65.56
	0.29
	5.91

	贵州
	49.59
	36.68
	48.95
	4.95
	12.74
	0.00
	0.70

	云南
	1.44
	18.41
	40.70
	87.40
	3.22
	18.15
	−8.80

	陕西
	24.52
	1.71
	34.19
	2.13
	6.04
	−0.03
	−0.06

	甘肃
	12.04
	23.46
	−7.97
	64.20
	37.28
	0.00
	−1.22

	宁夏
	25.84
	20.59
	25.87
	203.00
	−51.50
	0.00
	−50.70

	新疆
	−15.24
	−12.58
	970.84
	64.27
	0.00
	0.00
	35.73



政策执行后的产业效果，即各区域高技术产业规模在全样本高技术产业规模中的排名情况，各区域产业规模的增幅、增速及相应排名情况等，如表3所示。
【表3中：有关数值注意改为正确三位分节】
[bookmark: pindex298][bookmark: PePindex298]表3  样本区域执行政策后的产业效果
	地区
	产业规模
	产业规模增幅
	产业规模增速

	
	测算值/亿元
	排名/位
	测算值/亿元
	排名/位
	测算值/亿元
	排名/位

	北京
	4 711
	9
	375
	9
	8.0
	19

	天津
	351 0
	13
	−74
	28
	−1.6
	27

	河北
	158 2
	18
	63
	19
	4.8
	21

	山西
	105 9
	21
	97
	16
	10.3
	15

	内蒙古
	386
	25
	11
	24
	3.1
	22

	辽宁
	194 6
	17
	−37
	27
	−0.9
	26

	吉林
	123 0
	20
	−36
	26
	−0.7
	25

	黑龙江
	495
	24
	−30
	25
	−6.2
	29

	上海
	726 2
	4
	108
	15
	1.5
	24

	江苏
	265 36
	2
	541
	6
	2.5
	23

	浙江
	662 9
	5
	825
	2
	12.9
	9

	安徽
	325 1
	15
	437
	7
	17.1
	4

	福建
	472 8
	8
	377
	8
	8.8
	18

	江西
	383 5
	11
	544
	5
	16.4
	5

	山东
	902 8
	3
	−315
	29
	−2.4
	28

	河南
	612 7
	7
	313
	10
	6.9
	20

	湖北
	365 2
	12
	313
	10
	11.0
	12

	湖南
	328 3
	14
	289
	12
	11.1
	11

	广东
	378 03
	1
	314 2
	1
	9.1
	17

	广西
	148 5
	19
	79
	17
	9.3
	16

	海南
	191
	27
	17
	23
	10.9
	13

	重庆
	470 5
	10
	550
	4
	14.1
	7

	四川
	656 5
	6
	684
	3
	11.9
	10

	贵州
	836
	22
	79
	17
	15.9
	6

	云南
	555
	23
	119
	14
	22.6
	3

	陕西
	229 8
	16
	274
	13
	13.7
	8

	甘肃
	212
	26
	21
	21
	10.8
	14

	宁夏
	141
	28
	28
	20
	43.0
	2

	新疆
	91
	29
	20
	22
	43.4
	1



[bookmark: pindex511][bookmark: PePindex511]4.2  政策执行策略类别梳理及分析
基于分类逻辑及上述测度结果，将中央产业政策执行策略划分为四大类14小类，如表4所示。

[bookmark: PePindex519][bookmark: pindex519]表4  样本区域政策执行策略类别
	类别                    执行策略                                       特征
	地区
	产业规模排名/位

	重视扩充资源规模，集中引进外部资源
	产业内部、外部资源投入均增加，外部资源获取增加比率较大
	外部资源获取集中增加于电子行业
	广东、河南
湖北、湖南
	1/7/12/14

	
	
	外部资源获取集中增加于医药行业
	云南、海南、宁夏
	23/27/28

	
	
	外部资源获取集中增加于医药行业、电子行业
	陕西、河北
	16/18

	
	
	外部资源获取集中增加于计算机行业
	黑龙江
	24

	
	
	各子行业外部资源增加较为均衡
	江苏、福建、北京
	2/8/9

	重视扩充资源规模，集中增加内部创新投入
	产业内部、外部资源投入均增加，内部创新投入增加比率较大
	内部创新投入中资金增加比率较大
	集中增加于医药行业
	吉林、内蒙古
	20/25

	
	
	
	集中增加于电子行业
	上海、浙江、贵州
	4/5/22

	
	
	内部创新投入中人力增加比率较大
	集中增加于医药行业、计算机行业
	山东
	3

	增加内部创新投入，减少外部资源引进
	产业内部创新投入增加，外部资源获取减少
	内部创新投入中资金增加比率较大
	集中增加于电子行业
	江西、安徽
	11/15

	
	
	
	集中增加于医药行业、电子行业
	重庆、天津、甘肃
	10/13/26

	
	
	内部创新投入中人力增加比率较大
	集中增加于医药行业、医疗行业
	辽宁
	17

	
	
	
	集中增加于电子行业
	四川
	6

	增加外部资源引进，减少内部创新投入
	产业内部创新投入减少，外部资源获取增加
	外部资源获取集中增加于医药行业
	广西、新疆
	19/29

	
	
	外部资源获取集中增加于电子行业
	山西
	21



样本区域在政策执行前的产业规模基础、资源禀赋情况，如表5所示。
[bookmark: pindex617][bookmark: PePindex617]表5  样本区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情况
	地区
	产业规模
排名/位
	区域产业规模基础
排名/位
	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基础排名/位
	区域高等学校R&D经费
基础排名/位
	区域相对优势
子行业

	广东、河南
湖北、湖南
	1/7/12/14
	1/6/13/14
	2/10/8/12
	5/17/6/13
	电子/医药
医药/医药

	云南、海南、宁夏
	23/27/28
	25/27/28
	24/29/28
	23/28/29
	医药/医药/医药

	陕西、河北
	16/18
	17/18
	13/16
	12/19
	医药/医药

	黑龙江
	24
	22
	19
	11
	医药

	江苏、福建、北京
	2/8/9
	2/10/8
	1/15/4
	2/21/1
	医疗/电子/医疗

	吉林、内蒙古
	20/25
	19/24
	23/21
	16/26
	医药/医药

	上海、浙江、贵州
	4/5/22
	4/5/23
	6/5/26
	3/4/25
	计算机/医疗/医药

	山东
	3
	3
	3
	10
	医药

	江西、安徽
	11/15
	15/16
	20/14
	20/14
	医药/医药

	重庆、天津、甘肃
	10/13/26
	11/9/26
	17/9/25
	15/7/24
	计算机/电子/医药

	辽宁
	17
	12
	7
	9
	医疗

	四川
	6
	7
	11
	8
	计算机

	广西、新疆
	19/29
	20/29
	22/27
	22/27
	医药/医药

	山西
	21
	21
	18
	18
	电子



样本区域子行业规模占全样本高技术产业相应子行业规模比重的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相对占比较高的子行业认定为相对优势子行业。
[bookmark: PePindex735]【表6中：各占比值后的百分数符号应补充完整。注意“%”非单位符号】
[bookmark: pindex736][bookmark: PePindex736]表6  样本区域高技术产业的相对优势子行业
	地区
	在全样本高技术产业相应子行业规模的占比
	相对优势
子行业

	
	医药行业
	电子行业
	计算机行业
	医疗行业
	

	北京
	3.03%
	3.37
	3.48
	4.67
	医疗

	天津
	2.64
	4.89
	0.63
	1.19
	电子

	河北
	4.30
	0.67
	0.05
	1.10
	医药

	山西
	0.71
	0.82
	0.02
	0.50
	电子

	内蒙古
	1.19
	0.14
	0.01
	0.07
	医药

	辽宁
	3.85
	1.70
	0.45
	4.11
	医疗

	吉林
	5.35
	0.16
	0.04
	0.91
	医药

	黑龙江
	2.11
	0.04
	0.04
	0.30
	医药

	上海
	2.98
	4.49
	16.64
	5.21
	计算机

	江苏
	13.15
	23.49
	23.04
	37.01
	医疗

	浙江
	4.71
	4.14
	0.83
	7.71
	医疗

	安徽
	2.64
	1.42
	0.35
	2.07
	医药

	福建
	1.02
	3.88
	3.83
	1.04
	电子

	江西
	4.40
	1.39
	0.36
	1.90
	医药

	山东
	16.32
	4.63
	7.75
	9.68
	医药

	河南
	6.29
	4.14
	0.30
	3.88
	医药

	湖北
	3.95
	2.11
	0.41
	1.20
	医药

	湖南
	3.14
	1.90
	0.29
	2.68
	医药

	广东
	5.58
	32.21
	28.99
	7.95
	电子

	广西
	1.38
	0.61
	0.87
	0.53
	医药

	海南
	0.46
	0.03
	0.00
	0.05
	医药

	重庆
	1.45
	0.68
	7.57
	1.70
	计算机

	四川
	4.90
	2.99
	5.51
	1.29
	计算机

	贵州
	0.99
	0.11
	0%
	0.09
	医药

	云南
	1.15
	0.03
	0.06%
	0.14
	医药

	陕西
	1.82
	0.62
	0%
	1.73
	医药

	甘肃
	0.40
	0.07
	0%
	0.03
	医药

	宁夏
	0.12
	0%
	0%
	0.07
	医药

	新疆
	0.09
	0%
	0%
	0.01
	医药



【表格中已清楚表示的内容无须再简单用文字赘述。下同】
    综合以上测度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类区域政策执行策略为重视扩充资源规模，集中引进外部资源，即产业内部创新投入、外部资源获取均增加，外部资源获取增加比率较大，如湖南外部资源增长率高达139.7%，北京、河南和河北等地外部资源增长率在50%左右。其中，广东将获取的外部资源主要集中于电子行业，该行业所增加的外部资源占各该区域总体产业增加外部资源的83.6%【表意不明，究竟是什么占什么的比值没交代清楚】。结合广东自身资源特征，其各项指标数据排名靠前，资源条件较好，且广东在政策执行前的优势行业为电子行业，其电子行业规模占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电子行业规模的32.21%，继续加大引进电子行业的外部资源属于扶优策略。对比政策执行前后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及规模增幅排名，广东依旧位列榜首，但由于产业规模基数大，致使其产业规模增速相对较慢。江苏的4个子行业中所引进的外部资源相对均匀，为总体性扩大高技术产业规模。江苏的产业和资源基础较好，高技术产业发展环境较为理想，且其4个子行业在全国相应子行业中均有一定优势，优势最小的医药行业的规模占比达13.15%，优势最大的医疗行业规模占比达37.01%。对比政策执行前后的高技术产业规模排名，江苏位次不变，仅次于广东，其产业规模增幅排名同样靠前，产业规模增速与广东情况类似。桂俊煜[34]运用非整秩次秩和比法WRSR对我国31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等级划分，结果表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北京5个地区处于先进档，且其任一子维度均获得表现良好的评价。宋皓皓等[35]在评价中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中提及广东高技术产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原因之一是拥有广州、深圳两大经济发达城市，以及技术性科研企业规模大，而江苏高技术产业竞争力高的重要因素为拥有大量产业孵化园与工业制造业企业。另外，黑龙江、海南和宁夏等地区政策执行后的产业效果并不理想。黑龙江在加大引进外部资源的基础上，将获取的外部资源主要集中于计算机行业，其计算机行业规模相对较小且仅占全样本计算机行业规模的0.04%，属于劣势行业，加大计算机行业的外部资源属于扶弱策略。黑龙江除高等学校R&D经费，其他各项指标总体上呈现负增长状态。李媛恒等人[36]对黑龙江省高技术产业政策效力进行测度的结果也显示其政策效力较低，政策在实施中存在阻碍，未达到政策目标。海南和宁夏在加大引进外部资源的基础上，将获取的资源主要集中于医药行业，其医药行业所增加的外部资源分别均占其他样本区域产业【指代不明，医药行业？4个子行业总和？】总体增加外部资源70%以上。这两个区域在政策执行前的相对优势产业均为医药行业，继续加大医药行业的外部资源属于扶优策略，但区域自身产业基础、研究与发展经费与高等学校R&D经费等资源基础并不理想、产业发展环境较差，对比政策执行前后的高技术产业规模排名，位次不变但均位列靠后，其中规模增幅排名虽靠后，但由于产业规模基数较小，产业规模增速排名相对靠前，位次分别为第13和第2位。测度结果与桂俊煜[34]研究结果一致，即海南和青海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处于落后档，如宋皓皓等[35]的研究指出，海南高技术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原因可能在于其地理位置、发展战略等，政府主要扶持旅游、房地产行业。
第二类区域政策执行策略为重视扩充资源规模，集中增加内部创新投入，即产业内部创新投入、外部资源获取均增加，内部创新投入增加比率较大，如吉林的内部创新资金投入增长率高达200.63%，贵州内部创新人力投入增长率达49.59%，其余地区内部创新资金、人力投入增长率相差不大。其中，上海在加大内部创新投入尤其是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将资源主要集中于电子行业，电子行业所增加的内部创新资金的投入占其产业总体增加内部创新投入资源的81.57%。结合上海自身资源特征，其各项指标数据排名靠前，资源条件较好、高技术产业发展环境较好。数据表明，上海在政策执行前的优势行业为计算机行业，电子行业优势相对不明显，计算机行业规模占全样本计算机行业规模的16.64%，相应的，电子行业仅占4.49%，因此上海加大对电子行业的内部创新投入属于扶弱策略。对比政策执行前后的高技术产业规模排名，上海位次不变、位列靠前，其中产业规模增幅排名居中，由于产业规模基数相对较大，致使其产业规模增速排名相对靠后。内蒙古在政策执行后的产业效果并不理想。内蒙古在加大内部创新投入尤其是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将资源主要集中于医药行业，加大对医药行业的内部创新投入属于扶优策略，医药行业是其高技术产业中的优势行业，但其规模仅占全样本医药行业规模的1.19%，对外优势并不明显。并且内蒙古自身资源基础并不理想、产业发展环境相对较差，对比政策执行前后的高技术产业规模排名，位次下降了1位,且位列靠后，产业规模增幅较小、排名靠后，致使产业规模增速排名相对靠后。
第三类区域政策执行策略为增加内部创新投入、减少外部资源引进。这类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减少对外部资源的引进，如江西、四川的外部资源减少率分别达13.49%和14.90%。同时，该类政策执行策略中包含区域的高技术产业效果偏向一般，产业规模排名在样本区域中居于中部偏后位置。其中，江西在加大内部创新投入尤其是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将资源主要集中于电子行业，其电子行业规模仅占全样本电子行业规模的1.39%，属于相对劣势行业，加大电子行业内部创新资金的投入属于扶弱策略。这类地区自身资源基础相对一般，政策执行后高技术产业规模排名位次有所上升，但仍居于中部位置。其中，安徽、江西、重庆、四川4个区域的产业规模增幅较大、排名靠前，进而产业规模增速排名相对靠前；天津、辽宁的产业规模增幅较小，加之其规模基数相对大，因此产业规模增速排名靠后。本研究推断这类地区高技术产业效果一般的原因之一在于减少外部资源的引进。资源依赖理论表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从周围环境中获取资源的能力[37]；张永安等[30]同样指出外部资源获取对企业绩效提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吉新峰等[38]对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中指出，制约江西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高、产业发展的原因为地区创新资源缺乏、政府以及企业对产业的创新投入较少。
第四类区域政策执行策略为增加外部资源引进、减少内部创新投入。这类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减少对内部创新的投入，如新疆的内部创新资金、人力资源均有所减少，减少率分别为15.24%和12.58%。同时，该类政策执行策略中包含区域的高技术产业效果较差【表意不明】，产业规模排名在样本区域中居于靠后位置；区域产业规模增幅也相对较小，排名较为靠后，其中新疆因产业规模基数小使得其产业规模增速较快，位次居于第一，其余两个地区【指代不明】产业规模增速排名居中。与第三类区域情况相似，这类地区高技术产业政策执行效果较差的原因之一在于减少内部创新投入。大量研究表明，产业内部创新投入会显著提升产业自身绩效，如Los等[39]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的分析，得出企业内部创新投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吉新峰等[38]的研究指出，山西为资源型地区，将大部分资源投入能源行业，且能源行业在当年利润有所下降，这就致使其创新的动力有限，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同样处于较低水平。
[bookmark: PePindex922]综上，中央产业政策执行后高技术产业发展效果不尽相同，这与各省份自身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引进创新人才、鼓励科研创新，以及地方政府具体化中央政策时的政策执行策略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央政策制定后，地方政府实施具体的执行与决策权，形成各自不同的政策执行策略选择，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中央政策一统性与地方执行灵活性的悖论，造成了政策执行的偏差[40]。行政发包制、党政领导干部晋升“锦标赛制”、非正式关系网络等是形成政策执行偏差的关键因素。行政发包制理论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属于发包与承包的关系，发包方（中央政府）拥有正式的权威与剩余控制权，承包方（地方政府）拥有具体的执行与决策权，地方政府被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表明其仍享有部分实际控制权[41]。中国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晋升与GDP政绩密切相关，致使地方政府党政领导干部将努力目标设定为在政绩竞争中的相对较高排名。地方政府中政策制定者作为“经济人”，利益动力是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要动力[40]。
[bookmark: pindex925]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将依据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以及支持产业中相对优势子行业等合理进行的政策执行策略选择定义为产业策略逻辑；而如廖锋江等[42]的研究所分析，当中央政府下达政策，地方政府如果倾向不执行政策会造成行政损失，为规避损失、减少惩罚风险，地方政府会采取象征性政策执行行为，因此，将单纯追求政策回应与政绩、盲目扶持产业的政策执行策略定义为政治策略逻辑。结合行政发包制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晋升“锦标赛”、非正式关系网络等理论，利用中国29个省份高技术产业4个子行业2009－2020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为执行政策后产业发展效果好的区域，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进行政策执行策略选择时的政治策略逻辑与产业策略逻辑相契合，以此推动了产业的更好发展；产业发展效果较差的区域，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政策执行策略选择时的政治策略逻辑与产业策略逻辑相矛盾，可能在产业的发展方向、选择重点等方面产生偏离，即形成政策偏差，甚至可能存在政治策略逻辑凌驾于产业策略逻辑之上，地方政府只是为了回应中央政府政策或追求政绩，急功近利，不顾产业实际盲目制定政策，从而偏离了中央政策目标，降低了产业政策应有的效果。本研究所提出的政策执行策略的分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产业政策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存在差异，且这种策略选择差异还会带来产业发展效果的差异，影响产业发展趋势，最终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与推行产业政策时需要尽量考虑到区域实际情况、资源禀赋及各种约束条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应有效能，促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增强国家经济发展韧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一是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政策制定调研范围的覆盖广度，在对发达地区调研的基础上，也要关注相对落后地区的状况，为政策制定提供更为扎实的调研支持，使得政策制定更加合理、有效；此外政策出台也要在更大范围征求意见，避免出现落后地区的声音被淹没的情况，确保了解各个地区的产业实际发展需求。二是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区域发展间的差异，避免“一刀切”。鉴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中央政府应多制定导向性政策，不能做“一刀切”的要求，尽量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设计差异化的政策目标，便于地方政府能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设计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政策执行策略。三是中央政府在政策评估验收阶段也要考虑到不同区域间发展的差异，做到分类考核。针对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以避免出现产业政策泛政治化倾向，减少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超越自身发展实际阶段的象征性执行策略选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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